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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而流转又分为转入和转出。一般

而言，“理性”的农户如果寻求非农就业，那么就会将农地流转出去；如果选择继续农业生产，

那么既可能转入农地也可能不流转农地，从而滞留于农地。利用 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调查（CHARLS）基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对农户的流转

意愿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合显著地改善了参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并提

高了其流转意愿；（2）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乡级、县级、县外三级补偿

比例以及年度封顶线等指标尽管影响了其转入倾向，但这些作用并不显著，不能确切地说明

该制度导致了农地滞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踪和研究。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劳动

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推动人口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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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通过增加医疗可及性、提高医疗服务品质等方式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降低疾病冲击对

农户收入的影响，缓解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是我国政府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主要目标。自新农合实施以来，农村居民健康不断改善，截至 2013
年底，个人卫生支出已降至卫生总费用的 33.9%，并且受益人数已达 19.42亿人次（国家卫生

和计划委员会，2014）。可以说，新农合已成为农民共享社会福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

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正在发生两个重要的政策性

转变，其一是通过加大支持力度推进农地的流转集中①（罗必良，2014），但事实上，实际农地

流转发生率依然较低，我们需要探讨背后的原因。

以往文献显示了农地流转的潜在效益，比如，农地流转可以降低耕地细碎化带来的效率

损失（Wan and Cheng，2001；Dijk，2003），对农户具有资源配置效应以及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

交易收益效应（姚洋，1998，2002），因此，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钱忠好，

2003），只要农户愿意出租土地，总能找到租入土地的人。诚然，这些研究强调了农地流转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个体或家庭社会人

口学特征、资源禀赋、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或其他社会福利等（黎霆等，2009；钟文晶、罗必良，

2013）。作为农地流转的最终决策主体，农户愿意流转土地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

方面，种粮大户及农业能手能够通过农地流转将细碎和零散的土地集中到手中，通过摊薄固

定成本，进而提高粮食生产和收入（许庆，2014）；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分

散化的小规模化土地经营已难以满足农民的发展需求（罗必良等，2012），为了追求更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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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享有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等社会福利，大

量农民尤其是青壮年普遍“离农”和“外出务工”。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能够产生上述两方面现象的

前提条件之一是农民必须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当

其遭遇疾病时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并能承担疾病

冲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农民的工作

环境恶劣、长期面临农药和化学药剂的危害以及医

疗可及性不足，农业生产活动往往与较高的健康风

险相关联，正如 Jenkins等（2005）指出，与城市职业

活动相比较，在农业活动中，农村的慢性疾病、癌

症、意外伤害等事件频发；尤其是，在春种秋收等农

活繁重的季节，长时间的田野劳作更增加了农民的

伤病发生率。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农民退出农业

生产或从事非农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获得更好的

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Chang et al.，2011）。

在农户的农业生产退出决策模型中，健康状况

既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又经常被研究者忽略。通常

地，健康被视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增

加健康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更能减少因病产生

的时间损失，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最近的一项研究

已经表明，新农合制度最重要的作用是改善参合的

农户健康（程令国、张晔，2012）。那么，在新农合使

健康状况逐渐改善从而使劳动供给增加的条件下，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的农业生产退出决策（在

本文中表现为农地流转决策）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新农合制度与现阶段农地政策特别是农地流转政

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进一步地，新农合对农户特

别是不同健康状况者的农地流转是否产生影响及

具有何种作用？迄今为止鲜有研究对此加以讨

论。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回答的。

不仅如此，回顾现有关于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政

策效果的文献，可以发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医

疗保险如何影响人口健康（Holtz-Eakin，2011）、新

农合的补偿模式评价（封进、李珍珍，2009）、新农合

对县村两级医疗价格的影响（封进等，2010），以及

进一步研究新农合是具有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

（程令国、张晔，2012）。比如，程令国和张晔（2012）
的研究表明，新农合并不能显著降低参合农民的医

疗支出负担和大病支出发生率，但显著地改善了其

健康水平。换言之，新农合的实际经济绩效逊于健

康绩效。此外，健康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可行

能力”（Sen，2002），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因此，

在新农合可以改善农户的健康水平的前提下，单纯

地考量新农合本身而忽略该制度与其他涉及农民

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政策（比如农地流转政策）的

关联性，显然既难以促进新农合可持续发展，也不

利于农地的有效流转与集中。

就农地流转而言，现行新农合政策对这一行为

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新农合通过增进

医疗可及性和提高了农户的健康水平，从而使农户

的劳动供给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在我国农户普遍

兼业化、农业不断被副业化以及农村青壮劳动力大

量外流的条件下，农户健康水平的改善有利于提高

其非农就业参与意愿和增加其农地流转的倾向

性。第二，新农合本身的参加与补偿支付政策则可

能阻碍的农户农地流转。新农合政策要求参加农

户要在其户籍所在地缴费，并在当地定点卫生医疗

机构就医和报销，实际上对这一政策的参加与赔付

施加了地域限制，从而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

使农户不能转出农地后外出务工。同时，我国新农

合补偿政策设计实质上是由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

顶线所组成的一种部分负担制度，并且规定乡镇医

院起付线低于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起付线要低于

县外地市级和省级医院，而规定报销比例乡镇医院

要高于县级医院，县级医院要高于县级以外医院

（宁满秀，2014）。此外，尽管现阶段新农合异地就

医和报销试点工作已然展开，但是仍存在重重困

难。异地就医的参合农民不仅面临复杂繁琐的申

请报销手续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工作时间减少带

来的经济损失和高额的交易费用（宁满秀等，

2014），从而影响农户从新农合制度下中获得的预

期收益，进而可能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选择行为。

近期一项关于健康、医疗保险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经

验研究已经表明，不管农户的健康状况如何，医疗

保险均显著地降低了他们的农业生产退出意愿，使

农户被“锁定”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枷锁效应”

（lock-in effect）②（Chang et al.，2011）。这表明医疗

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户“滞留”在“农地”，进而限

制了农地的有效流转与集中。然而，如果农户不选

择外出务工而是在本县（乡）从事非农工作，那么这

部分人群可能不受新农合的影响，即不一定在“滞

留”在农地。因此，新农合制度对农户农地流转行

为选择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朗，需要更为谨慎地考察

新农合在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新农合制度是

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还是使农户“锁定”在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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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化了其“农地滞留”行为。

本文利用 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

据”（CHARLS），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为进一步促

进新农合制度发展、推动农地有效流转和集中提供

参考。一般地，在我国当前农地制度下，参合农户的

农地流转选择行为大致上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

情况，前者又可细分为两类——转入和转出。理论

上，在综合权衡家庭资源禀赋以及比较选择非农就

业还是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各自的预期收益后，倘若

参合农户不愿意流转农地，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

农合具有“枷锁”效应，使农户滞留在农地；如果愿意

流转农地的参合农户期望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获得土

地的规模效益，那么其将会选择在现有农地基础上

增加农地量，产生“土地转入”行为，也说明新农合使

农户滞留在农地；如果愿意流转农地的参合农户认

为农业收入远低于非农收入，那么其将会转出农地、

寻求非农就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这表明新农合

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因此，本文认为，“农地滞

留”是指农户不退出农业生产，而是继续进行农业耕

种甚至转入土地从而被锁定在农地。换言之，“农地

滞留”是从城镇化层面而言的一个概念。

本文以下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在理论上阐述

新农合制度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机制；第三、

四部分是相应的实证研究，将新农合政策变量引入

实证模型中，使用中介变量健康状况研究新农合制

度对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影响；文章最后一部分总

结全文与进一步讨论。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

农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理分析

在开展具体的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新农合

对农户的农地滞留行为的理论机制进行阐述和分

析。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

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土地被视为农户的“命根

子”，是农户维持基本生计和获得收入的手段。因

此，当存在新农合时，参合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

以及流转的土地量取决于其对农地流转的预期收

益大小。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一种表现形式，新农

合可以通过健康状况、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生

产投资等多种渠道作用于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

（一）劳动供给

新农合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作用途

径之一是劳动供给。土地是农户劳动作用的客体，

具有劳动对象的作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

劳动集约型，通过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复种指

数和加强生产管理等达到增产目的的集约经营方

式。现有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对居民的劳动供给具

有 负 向 作 用（Winkler，1991；Moffitt and Wolfe，
1992）。利用美国 CPS调查数据（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Winkler（1991）研究发现医疗救助计划

（Medicaid）的收益率每增加 10%，户主参与劳动的

概率降低 0.9%~1.3%。Winkler认为，产生这一结果

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救助计划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

庭的医疗服务利用率并且降低医疗支出，使这一群

体的收入增加，从而导致该群体的户主的劳动参与

率降低。因此，新农合可能会降低参合农户的劳动

供给。这样，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可能会增强，有

助于促进农地向其他农户或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有效流转和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然而，新

农合又具有改善农户健康状况的功能。随着健康

状况的改善，农户的消费偏好会增加，为了获得满

足消费的收入，其会增加劳动供给。这样，在劳动

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

以下可能性：（1）当农户以农为生或显著依赖于土

地时，其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大，即新农合会使农户

“锁定”在农地上，强化农户的“农地滞留”行为；（2）
倘若农业收入较低，农户“厌农”情绪较浓，愿意接

受非农培训或者非农就业机会较多时，农户转出农

地的倾向性会增加；（3）倘若农户既认为农地流转

的交易成本或风险较高，也认为年龄大、教育水平

低、非农机会少等因素而不愿意或无法从事非农工

作，那么其可能选择既不转入土地也不转出土地。

（二）农户消费、人力资本与生产投资

新农合制度还可能影响农户消费、人力资本、

生产投资等方面，从而影响其农地滞留行为。根据

“理性经济人”假设，通过降低医疗支出，新农合可

以使农民的消费流变得平滑，而平滑消费不仅可以

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也可以使农民把原先用于应

付健康风险的经济资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或生产

投资③（比如，提高农业科学素质、改善农地质量、加

大农业技术投入等），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从这一角度而言，新农合将可能鼓励参合农户从事

农业生产，进而导致农户的“农地滞留”。这既不利

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流动，也不利于农地的有效流

转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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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状况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根据不同的生理状况，农户

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做出的投资——生产决策

不同（Boehlje，1992）。由于农业劳动本身具有繁重

的特性以及劳动者年龄逐渐老龄化，在健康状况随

时间恶化的情况下，农户不得不面临劳动生产率的

降低与医疗服务成本增加的现状。实际上，农业的

劳动密集型特征决定了农民健康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性（张车伟，2003；魏众，2004）。在农村非正式社会

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社会医疗保

险，新农合制度增强了农户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农户的健康状况，从而能较

长期地维持其劳动能力。因此，劳动能力的稳定或

提高将会增加农户的劳动供给量，从而对土地依赖

程度不同的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对土地依赖

性较强的参合农户（如种粮大户、农业能手等）而言，

通过获取其他农户承包地的经营权，可以扩大其农

地量，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从而获取更高的农业

收入。换言之，新农合增加了这部分农户的农地流

转特别是转入农地的倾向性，将其“锁定”在农业生

产活动中，强化了这一群体的“农地滞留”行为。对

土地依赖性较弱农户特别是非农就业者而言，一方

面，流转其承包农地的经营权可以获得一定的转让

收入；另一方面，新农合在改善其健康状况的基础上

增加了非农劳动的时间供给，为其获得更多的非农

收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可能会增加其土地转

出意愿。研究已明确指出，健康状况对农户的农地

流转意愿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Chang et al.，
2011）。倘若考虑不同年龄的参合农户的农地流转

决策，则可以将参合农户分为老年和青壮年农户两

类人群加以分析。对老年农户而言，新农合制度能

够显著地改善其健康水平，从而使其劳动能力提

高。这样，在既难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又希望“落叶

归根”、不愿离乡的条件下，由于参合具有改善健康

状况进而使劳动能力提高的作用，这部分农户可能

不愿转出土地，甚至可能要求增加农地量。因为占

有农地是这一群体基于维持生存需要和抵御意外风

险的理性考虑。也就是说，新农合强化了老年农户

的“农地滞留”行为。对青壮年农户而言，特别是具

有较强“离农”倾向的青壮劳动力（罗必良等，2012），

新农合制度可能会增加其土地转出的倾向性。

健康既是人类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切

经济活动开展的基础（孙梦洁、韩华为，2013）。正

如 Liu等（2008）所指出，健康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

资本对农村居民的边际回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具

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④。可以说，新农合主要是通

过健康状况影响农户的农地滞留行为，因为农户的

农业劳动参与倾向决策和劳动生产率受其健康状

况的制约，具体而言，农户的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

资、生产投资均受到其健康水平的制约。从农户层

面来讲，具有流转倾向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转

入还是转出农地，这样，这部分农户的农地滞留表

现为是否愿意转入农地以及转入多大量。不仅如

此，根据前文所述，农地滞留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部

分农户并未退出农业生产，而是在既有农地上继续

农业耕种，从而固定在农地上。

三、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

一方面，本文运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
首先考察了新农合对农户是否流转农地以及发生农

地流转的农户的农地流转数量的影响，其次，还进一

步探讨了新农合如何影响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是选

择转入还是转出的选择行为以及相应的农地流转数

量。另一方面，通过验证中介变量——健康状况的

中介作用，揭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理。由

前文分析可知，新农合对农户农地滞留行为的影响

作用是通过改善农户的健康状况进而达到的。换言

之，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健康状况可视为一个中介变

量（Mediator）⑤。中介变量健康状况的作用原理如图

1所示。一般地，中介变量作为一种间接效应，如何

确切地知道健康状况真正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或

者说中介效应（Mediator Effect）显著？根据 Judd和

Kenny（1981）、Baron和Kenny（1986）等人的研究，本

文将通过以下 3个标准验证中介效应：一是中介变

量健康状况对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回归，新农合住

院补偿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二是因变量农地

流转行为对自变量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回归，新农

合住院补偿结构也达到显著水平；三是因变量农地

流转行为同时对中介变量健康状况和自变量新农合

住院补偿结构回归，如果中介变量健康状况达到显

著水平，自变量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的回归系数减

Y（1：农户是否流转及流转的农地数
量；2：发生流转的农户是转入还是转
出？以及转入或转出的农地数量。）

X1（新农合住
院补偿结构）

M（健康状况）

图 1 中介变量健康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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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也达到显著水平，则健康状况起部分中介作用，

自变量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的回归系数减小但不具

有显著性，则健康状况起完全中介作用。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尽管上述回归方程中可能还包含了与农

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变量，上

述检验标准仍然具有适用性。这是因为，当有多个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时，研究者首先要明确感兴趣的

是哪个自变量经过哪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然后

找出该自变量的系数根据前述中介效应检验标准，

就可以检验（温忠麟等，2004；Fairchild and McQuil⁃
lion，2010）。例如，存在 3个自变量和一个中介变量

（见式（1）~（3））时，要检验X1经过M的中介效应是否

显著，则要检验 c1、a1、c'1、b是否显著。此外，在考察

中介作用的效果时，本文所使用的有效样本量分别

为 5284、1170和 558份，超过根据方杰等（2012）和郑

建君（2015）所提出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

计算所要求的500份有效样本”的要求。

（1）
（2）
（3）

基于以上理论阐述，为了考察新农合对农户的

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作用，本文采用两部分模型

（Two Part Model）进行实证研究。两部分模型将农

户农地流转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户

决定是否流转或者是选择转出还是转入；第二阶

段，在决定进行流转或者转入（转出）的前提下，决

定流转量。这种方法将两个阶段的决策视为有先

后顺序并且相互独立的过程，通过两部分模型计算

农地流转需求的偏效应，从而避免了样本选择误差

的问题。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分为两步：首先，需

要考察哪些因素影响农户的流转决策，从而可能发

生流转农地的数量。其次，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

户而言，影响其农地流转量的因素有哪些，关键因

素是什么。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步，采用 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流转决

策的因素。假设第 i个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是由一

种不可直接观测的效用指数 Y*（即选择与不选择的

效用水平之差）所决定的，而效用函数 Y*是一个由

Y*=α0+α1Ncmsi+α2Xi+ε1，（当 Y*>0时，Y=1；否则，Y=0）
决定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假定 ε1是独立于 X且服

从标准正态分布。其中，Y可以表示：“农户是否流

转农地”、“农户是转入还是转出农地”，是一个二分

变量（即“1=是，0=否”、“1=转入，0=转出”）。Xi包括

第 i个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如年龄、婚姻状况、文化

程度、健康状况、非农就业经验等）、社会经济状况

变量（如家庭非农收入比、家庭总人口数、农业劳动

天数、已有农地量等）；NCMS代表新农合的给付结

构变量，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封顶线。影响农

户的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如（4）
式所示：

（4）
（4）式中，Φ是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由于

二元响应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经济解释比较困难，因

此，估计各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对选择概率的边际影

响的偏效应对回归系数的解释更为合理。各自变

量对因变量概率的边际影响可表示为：

（5）
第二步，农地流转农户的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

分析。其模型如（6）式所示：

（6）
Mui则表示了第 i个农户流转的农地数量；NC⁃

MS表示新农合变量；Xi表示新农合制度变量、健康

状况以及农户人口学和社会特征变量；ϕ0，ϕ1，ϕ2为

待估参数；ε2为随机误差项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二）所用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
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

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调查人群主

要是 45岁以上人群及其配偶，并且没有年龄上限。

调查组于 2011~2012年在全国 28个省份开展了调

查，2013年 4月对外公布预调查数据，最终的调查

样本包括 10257户家庭中的 17708人，基线调查数

据涵盖了健康、医疗保险、经济和家庭等方面的详

细信息。由于本文的分析单位是农户家庭单元，根

据解垩和孙桂茹（2012）的做法，我们定义了一个虚

拟的“户主”，即将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视为户主，

在去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我们使用的样本家

庭是 5284个。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如下。

1.农地变量

在 CHALRS数据中，关于农地的划分主要是耕

地、林地、牧地以及池塘，对于农地流转的测量数据

主要是“过去一年您家是否将耕地、林地、牧地与池

Y= c1X1 + c2X2 + c3X3 + e1
M= a1X1 + a2X2 + a3X3 + e2
Y= c '1X1 + c '2X2 + c '3X3 + bM+ e3

Pr(Yi =1|X) = Pr(Yi*> 0|X)
= Pr(β0 + β1Ncmsi + β2Xi + μi >0|X)

=Φ(β0 + β1*Ncmsi + β2Xi)

Δ p
∧
(Y=1|X= x)

Δxj
= g(β0

∧
+ β

∧

j
× x) × βj

∧

Mui|Yi >0=ϕ0 +ϕ1Ncmsi +ϕ2Xi + 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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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出租给他人”与“过去一年您家是否从别人（集

体）租用耕地、林地、牧地与池塘等”。根据中共十

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意见“……允许农民以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

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本文

将农户的耕地的租用和出租行为视为“农地流转”。

2.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变量

在新农合制度背景下，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决策

时会考虑其从该制度中能获得的收益。目前我国

参合率几乎达 100%，无法继续区分农户是否参与

医疗保险，并且，采用“是否参与医疗保险”这一虚

拟变量已不能更全面地反映新农合制度对农户行

为的影响，因为新农合制度的给付结构范围与给付

水平，以及各级医院的报销水平、起付线、封顶线以

及药品报销范围存在地区差异。根据新农合的政

策规定，只有在报销范围内才能享受相应的报销比

例，且一年累计报销的费用不能超过年度封顶线。

因此，仅仅考虑农民“是否参合”会弱化公共政策

效果的量化与评价。另外，新农合补偿政策包括住

院、普通门诊、特殊门诊、重特大疾病、妇幼与老年

医疗利用等方面，但截至 2011年 7月，该政策仍主

要以住院补偿为重要内容，其余各项补偿内容尚未

或者仅少数省份开展了试点工作，难以较好地体现

新农合的政策福利效果。基于此，本文从新农合补

偿给付结构层面考察新农合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的

农地流转行为选择。

住院补偿给付结构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

顶线 3个变量，其中起付线、报销比例均分为乡级、

县级以及县外 3个等级。由于起付线与报销比例之

间存在共线性⑥，故只选择报销比例与封顶线。预期

假说认为，县外报销比例越高，越能减轻农民的医疗

负担并增加社会福利，农户也更愿意选择流转土地

与转出土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理，住院

封顶线越高，农户获益越多，其流转意愿越强。

3.健康状况

如同能力评价的偏差一样，关于健康经济学的

研究中，健康状况测度的偏差最终会导致研究结果

的偏差（魏众，2004）。现有关于健康状况测度指标

的研究大致上包括自评健康状况（SRHS 或 SRH、

SSH）、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寿命和预期寿命、健康

赋值得分、因病损失的工作时间、工作受限、残疾、

疾 病 种 类 以 及 健 康 因 子（Baldwin and Johnson，

1994）等。在 CHARLS 数据库信息中，关于健康状

况的测量数据非常丰富，包括自评健康状况、慢性

疾病、日常活动（ADL）与辅助日常活动（IADL）、生

理功能、生活行为习惯（如吸烟与饮酒情况）、精神

健康、认知能力等。参照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的

做法，本文主要使用的是自评健康状况，其原因在

于：尽管自评健康状况具有主观性，但是农户的农

地流转决策更可能取决于农户“户主”（主要受访

者）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的主观判断。具体而言，主

要受访者被要求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打分，可以选择

“很好”、“好”、“一般”、“差”、“很差”中的一个。本

文定义了一个主要受访者健康状况的虚拟变量，如

果主要受访者报告健康状况为“很好”、“好”、“一

般”，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为“0”。
4.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与其他相关研究类似也控制了虚拟户主

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有无配偶、年龄、教育水平、家

庭总人口数、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农业劳动天数以

及是否参与非农就业等，这是为了掌握户主的背景

特征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表 1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情况。由表 1 可

知，在全部样本 5284户中有 1170个农户在过去的

一年里参与了农地流转市场，其中分别有 558户和

612户家庭转入和转出了农地。

本文选择的受访者人口社会学特征主要包括

年龄、有无配偶、教育程度、家庭总人数等：从年龄

上看，参与耕地流转市场的户主年龄比全部样本年

龄小 1岁，转入耕地的农户户主年龄比转出农地者

小约 3岁，转出耕地的农户的平均年龄约为 60岁；

从是否有配偶而言，转入耕地样本中有配偶的比例

最高，超过为 84%；从教育程度方面来说，约一半

“户主”文化水平在小学教育程度以下，表现出我国

现阶段农民的文化素质低，缺乏竞争实力，难以满

足现代农业的需求；此外，家庭总人数在不同样本

的差别并不明显。在社会经济状况层面上，本文采

用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衡量了农户的非农化程度，由

表 1可知，不同样本群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平均

在 57%~82%之间，其中转出农地样本最高，超过

80%。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农户份非农化程度较高，

而且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大，说明这类农户

的非农就业时间和人数较多，从而转出农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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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烈。关于自评健康状况方面，无论是全部样本

还是其他样本，户主的自评健康状况差别不大，均

在 70%以上，其中有近 3/4的转入耕地的样本认为

自身健康状况好，这表明农户趋向于过于乐观地评

价自身的健康状况。最后，表 1还给出了户主的农

业劳动时间和新农合住院补偿给付结构等其他变

量的样本均值情况。

2.新农合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及

中介效应检验

表 2给出了新农合对农户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

转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对农户

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具有负向作用，并在 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户主的年龄越大，其农地

流转意愿越低，产生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有两方

面：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户主的劳动能力下

降，难以承担繁重的农业活动，因而不愿转入更多

的耕地；另一方面，户主的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和

缺乏专业技能，使外出务农的机会变少，为了维持

家庭收入和生计，也不愿转出土地。非农就业经验

与非农收入比重均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农地流转

意愿，也降低了发生流转行为的农户流转量。这说

明，农户的非农化程度越高，其投入的非农劳动时

间和劳动人数越多，从而具有较强烈的流转农地的

愿望。但是农户对非农收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非农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农户不会轻易地将土地流

转出去，影响了其实际流转量。除此以外，已有的

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时间也显著地影响农户的农

地流转决策。比如，已有农地规模不仅会增加农户

的流转意愿，而且也增加了其农地流转量。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新农合对农户农地流转决

策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住院补偿给付结构

显著地提高了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产生这一结

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农合住院补偿政策

降低了参合农户的家庭医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使

其家庭收入，从而为增加农业生产投资提供了可能

表 1 样本均值

变量含义

新农合结构变量：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
（万元）
虚拟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周岁）

性别
（1=男性，0=女性）
是否有配偶
（1=是，0=否）
小学以下
（1=是，0=否）
小学/私塾
（1=是，0=否）
初中及以上
（1=是，0=否）
是否吸烟
（1=是，0=否）
是否饮酒
（1=是，0=否）
自评健康状况
（1=好，0=不好）
是否患慢性病
（1=是，0=否）
是否参与过非农就业
（1=是，0=否）

农业劳动时间（天）

其他社会经济变量：

家庭总人数（人）

家庭非农收入比重

已有农地量（亩）

农地租金（元/亩）

耕地流转的量（亩）

租出耕地的量（亩）

租入耕地的量（亩）
样本观测数

全部
样本

75.1249
（6.6420）
65.2773

（5.8122）
55.4949

（6.5742）
7.2640

（1.8235）
59.2818

（9.8568）
0.4932

（0.5000）
0.7313

（0.4433）
0.5324

（0.4990）
0.2248

（0.4175）
0.2428

（0.4288）
0.4120

（0.4922）
0.1448

（0.3519）
0.7027

（0.4571）
0.6802

（0.4665）
0.0685

（0.2526）
33.1959

（28.2623）
3.7532

（1.8792）
0.6750

（0.3762）
6.5315

（13.8013）
290.945

（351.5219）
--
--
--

5284

发生农地
流转样本

75.5299
（7.2131）
65.9231

（6.3072）
55.9573

（6.9137）
7.3620

（1.8270）
58.2607

（9.6752）
0.4957

（0.4392）
0.7393

（0.4392）
0.5197

（0.4998）
0.2222

（0.4159）
0.2581

（0.4378）
0.4171

（0.4933）
0.1444

（0.3517）
0.7350

（0.4415）
0.6855

（0.4645）
0.1103

（0.3133）
30.1788

（28.5993）
3.6718

（1.7723）
0.6970

（0.3675）
7.2719

（14.1428）
315.1197

（379.4064）
6.2762

（14.6296）
--
--

1170

转出农
地样本

75.7516
（7.2993）
66.2010

（6.2598）
56.0376

（3.8196）
7.4232

（1.9889）
59.4788

（10.4867）
0.4722

（0.4793）
0.6438

（0.4793）
0.4886

（0.5003）
0.2500

（0.4334）
0.2614

（0.4398）
0.4052

（0.4913）
0.1552

（0.3624）
0.7206

（0.4491）
0.6993

（0.4589）
0.1830

（0.3870）
20.9258

（27.6196）
3.4346

（1.7848）
0.8122

（0.3062）
6.8743

（14.0020）
378.7783

（376.342）
--

5.2916
（13.7341）

--
612

转入农
地样本

75.2867
（7.1159）
65.6183

（6.3503）
55.8692

（7.0205）
7.2948

（1.6950）
56.9247

（8.5095）
0.5215

（0.4999）
0.8441

（0.3631）
0.5538

（0.4975）
0.1918

（0.3940）
0.2545

（0.4360）
0.4301

（0.4955）
0.1326

（0.3395）
0.7509

（0.4329）
0.6705

（0.4705）
0.0305

（0.1720）
40.3272

（26.1259）
3.9319

（1.7229）
57.07

（0.3874）
7.7079

（14.2954）
245.3005

（14.2954）
--
--

7.3560
558

注：“（）”中数据为标准差。
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2015年。

表 2 新农合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两部分模型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与 1%；（2）“（）”为标准
误差值。

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2015年。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
农地租金
已有农地量
年龄
有配偶
文化水平：比较组为
小学以下
小学/私塾
初中及以上
参与过非农就业
农业劳动天数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非农收入比
常数

第一步：是否
流转农地

系数
0.011***（0.005）
0.009*（0.005）
0.007*（0.004）
0.023*（0.013）
0.0001（0.0001）
0.004***（0.001）
-0.007***（0.002）

0.044（0.048）

-0.036（0.050）
-0.031（0.051）

0.338***（0.078）
-0.002***（0.001）
-0.031***（0.011）
0.104**（0.054）

-2.345***（0.420）
Number of obs = 5284
LR chi2(14) = 109.22
Prob>chi2 = 0.0000

Log likelihood
= -2739.0584

Pseudo R2 = 0.0195

第二步：发生流转时，
农户的农地流转量

系数
-0.067（0.062）
-0.003（0.072）
0.002（0.059）
-0.207（0.188）

-0.0004（0.0007）
0.787***（0.020）
-0.076***（0.032）

0.010（0.677）

0.653（0.710）
-0.783（0.711）
-1.283（0.988）
0.022*（0.011）
-0.167（0.156）
-0.620（0.772）

13.687**（5.519）
Number of obs=1170
F(14,1155)=125.93
Prob>F=0.0000

R2=0.6042
Adj R2=0.5994

Log likelihood=-4256.647
Root MSE = 9.2597

模型的无
条件边际

效应
0.004
0.012
0.013
0.006
0.0001
0.180
-0.029
0.078

-0.078
-0.224
0.294
-0.008
-0.089
0.0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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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一方面，新农合的实施提高了参合农户的医

疗服务利用率，改善了其健康水平，进而使其劳动

能力获得提高，最终提高了其从事繁重农业劳动的

能力。然而，新农合并没有显著地影响流转农户的

农地流转量。对此，一种解释是：一方面，截至

CHARLS本轮（2011年）数据调查时，与其他农业政

策尤其是直接涉及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取消农业

税）相比较，实施新农合的时间相对较短，其对农业

生产的政策效果尚未显现；另一方面，新农合作为

一种社会医疗保险形式，主要目标是降低农民的医

疗负担，但从医疗费用角度看，此项政策对农民自

付费用没有影响甚至导致医疗费用支出明显上涨，

降低了其受益水平，尚不足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

决策，因此，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追踪。

表 3报告了新农合通过健康状况对农户农地流

转决策行为的回归结果。由表 3模型检验结果中的

对数似然比统计量、LR统计量、对数似然比检验的显

著性水平等指标可以看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农合

住院补偿结构是否显著影响参合农户的健康以及

中介变量参合农户的健康是否显著影响其农地流

转行为？

首先，分析新农合对参合农户的健康的影响作

用。总体而言，新农合住院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参

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回归结果表明：（1）乡级和年度

住院补偿封顶线分别在 10%、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比如，通过计算边际效应结果知，在其他因素不

变时，年度住院补偿封顶线每增加 1万元，参合农户

的健康水平的改善率增加 1.6个百分点。（2）县级、县

外医院住院补偿比例均尽管有利于改善参合农户的

健康状况，但是这一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其次，考察中介变量健康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

策与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由表 3第（3）列的回归

结果可知，自评健康状况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地

增加了参合农户的农地流转倾向，这体现了，在家

庭生产决策理论模型中，农户增加健康资本时感知

风险的重要性。另外，比较表 2 第（1）列和表 3 第

（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加入中介变量健康

状况后，健康状况和新农合住院补偿给付结构均显

著地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但后者表现出两种

变化：一种是年度住院补偿封顶线的系数发生微小

的减少，但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种则是县级和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的回归系数没有变化。根据前

文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这一结果表明，在一

定程度上，中介变量健康状

况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新农合对发生流转农

地的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影

响作用及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

农地滞留的另一个表现形

式是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

选择转入农地而不是转出

农地，以满足继续甚至扩大

农业耕作的需求，从而使其

固定在农地上。那么，新农

合对这类农户的农地流转

决 策 行 为 的 影 响 作 用 如

何？是否会使农户转入土

地从而滞留在农地上？为

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发生农

地流转的农户是转入还是

转出农地以及做出选择后

农地流转量大小。需要说

明的是，一般地，某一农户

表 3 新农合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1）*、**、***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与 1%；（2）“（）”为标准误差值。
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2015年。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
自评健康状况
年龄
男性
有配偶
文化水平：比较组为小学以下
小学/私塾
初中及以上
吸烟
喝酒
患有慢性病
家庭总人数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收入比重
参与非农就业
农地租金
已有农地量
常数

自评健康状况

系数

0.006*（0.005）
0.004（0.005）
0.0002（0.004）

0.052***（0.012）
--

-0.011***（0.002）
0.121**（0.054）
0.099**（0.046）
0.139***（0.050）
0.289***（0.054）
-0.036（0.053）

-0.148***（0.054）
-0.734***（0.045）

0.003（0.010）
-0.004***（0.001）

0.073（0.052）
--
--
--

0.882（0.105）

Number of obs=5284
LR chi2(15)=532.65
Prob > chi2 = 0.0000

Log likelihood =-2949.3602
Pseudo R2 = 0.0828

农地流转决策
第一步：是否
流转农地

系数
0.011***（0.005）
0.009**（0.005）
0.007*（0.004）
0.022**（0.013）
0.092**（0.044）

-0.007***（0.002）
--

0.047（0.048）
-0.040（0.050）
-0.039（0.051）

--
--
--

0.031***（0.011）
-0.002***（0.001）
0.102**（0.054）
0.319***（0.079）

0.0001***（0.0005）
0.004***（0.001）
-2.405***（0.421）

Number of obs =5284
LR chi2(15)=113.56
Prob>chi2= 0.0000

Log likelihood =-2736.8888
Pseudo R2= 0.0203

第二步：发生流转时，
农户的农地流转量

系数
-0.066（0.062）
-0.005（0.072）
0.003（0.060）
-0.210（0.188）
-0.577（0.629）

-0.076***（0.032）
--

-0.016（0.678）
0.677（0.710）
-0.736（0.713）

--
--
--

-0.169（0.156）
0.201**（0.011）
-0.650（0.772）
-1.170（0.996）

-0.0004（0.0007）
0.786***（0.020）
14.078***（5.535）
Number of obs=1170
F(15,1154)=117.57
Prob>F = 0.0000

R2=0.6045
Adj R2=0.5993

Log likelihood = -4256.2205
Root MSE=9.260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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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转入农地，那么就不会选择转出农地，反

之亦然。因此，对发生农地流转的某一农户而言，

转出还是转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所以，

从农地转入角度去探讨新农合的影响是可行的。

由表 4模型检验结果中的对数似然比统计量、

LR统计量、对数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性水平、F值及

显著性水平等指标可以看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

好。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农合

是否显著影响发生流转农地的农户转入意愿以及

转入量？表 4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发生农地流转的

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政策降低了他们农地转入倾

向性，但是该结论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

在农业兼业化和被副业化的现实条件下，农户仅仅

希望保持原有农地量，从而滞留于农地。此外，本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新农合制度对转入农地的农户

转入量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住院年

度补偿封顶线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入量，并在 5%
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即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每

增加 1 万元，农户转入的农地面积将会减少约 1
亩。乡级、县级和县外医院住院补偿比例则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户的实际流转决策

具有较强的复杂性，而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一个当

期数据，无法确切地反映农户的实际流转行为，因

此，需要进一步加以追踪调查和分析。此外，从农

户的转入倾向而言，农地租金越高、户主的年龄越

大、有过非农就业者、家庭非农收入比重高者其转

入农地的倾向越低，有配偶者、农业劳动时间较长

者则倾向于转入农地。从农户的转入量层面看，已

有农地量越多、农业劳动时间越长者会增加农地的

转入量。

表 5列出了新农合通过健康状况对农户农地流

转决策行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在发生农

地流转的农户样本中，新农合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健

康状况，不符合中介效应检验标准，因此此时不存

在中介效应。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通过利用 CHARLS2011年基线调查数据，本文

考察了新农合制度与农户的农地流转和农地滞留

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如下结论。（1）从农户流

转决策行为看，第一，现行新农合住院补偿政策有

利于改善参合农户的自评健康状况，其中乡级补

偿比例和年度住院补偿封顶线分别在 10%和 1%统

计水平上显著；第二，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显著地

增加了参合农户的农地流转倾向，但需要注意的

是，该制度并没有显著地影响流转农户的农地流

转量；第三，在考虑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时，中介

变量健康状况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从发生农地

流转的农户的农地转入决策行为看，第

一，尽管新农合住院政策降低了他们农

地转入倾向性，但是该结论并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这表明，在农业兼业化和被

副业化的现实条件下，农户仅仅希望保

持原有农地量，从而滞留于农地。第

二，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对这部分农户

的农地转入量影响并不一致：住院年度

补偿封顶线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的农地

转入量，但是乡、县、县外三级住院补偿

比例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第三，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发生农地流转的

农户样本中，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并不

存在。产生上述结论的原因在于：由于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研究仅从短期

层面探讨了新农合对农户实际流转行

为以及转入量的影响作用，而忽视了长

期性的影响。理论上，利用跨时期的追

踪数据能更为全面地反映新农合对农

表 4 新农合对发生流转农地的农户农地流转
决策行为的影响作用：两部分模型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与 1%；（2）“（）”为标准误差值。
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2015年。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
农地租金
已有农地量
年龄
有配偶
文化水平：比较组为小学以下
小学/私塾
初中及以上
参与过非农就业
农业劳动天数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非农收入比
常数

第一步：转入农
地还是转出农地

系数

-0.001（0.009）
-0.017（0.011）
-0.005（0.009）
-0.004（0.028）

-0.0006***（0.0001）
-0.001（0.003）

-0.018***（0.005）
0.421***（0.103）
-0.248**（0.107）
-0.137（0.106）

-0.933***（0.168）
0.009***（0.002）
0.124***（0.024）
-1.038***（0.117）
2.576***（0.824）

Number of obs =1170
LR chi2(14) =366.30
Prob>chi2 =0.0000

Log likelihood =-626.58518
Pseudo R2=0.2262

第二步：农户发生转入
行为时，转入的农地量

系数

-0.063（0.117）
-0.114（0.140）
0.129（0.127）

-0.932**（0.407）
0.0007（0.0015）
0.583***（0.040）
-0.133**(0.071)
-0.5367（1.607）
2.139*（1.431）
-0.554（1.366）
-3.116（3.261）
0.046**（0.022）
-0.117（0.327）
-2.101（1.432）

25.872**（11.212）
Number of obs=558
F(14, 543)=21.69
Prob>F=0.0000

R2=0.3587
Adj R2=0.3422

Log likelihood=-2196.4559
Root MSE= 12.5659

模型的无
条件边际

效应

-0.033
-0.091
0.050
-0.454
-0.001
0.276
-0.103
0.673
0.471
-0.545
-3.546
0.003
0.219
-3.2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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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作用，对此，需要我们进一

步加以追踪和研究。另外，由于近年来我国新农

合制度逐步实施了普通门诊补偿、特殊门诊补偿、

重特大疾病补偿等政策，本研究将在今后的研究

中分析和讨论这些新农合政策安排是否影响农户

的流转意愿及实际行为，以期更好地审视新农合

与土地流转和农地滞留之间的关系。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应该引起重视。

一是农民的健康状况问题。尽管健康状况对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可能存

在农户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过于乐观，倾向于忽

视潜在的无法观测的疾病，这样，既不利于稳定增

加农民收入，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评价现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重视

农户的健康及其相关问题，不仅需要直接提供更多

改善农民健康状况的公共设施，而且还应加大社会

资本办理以非营利为主的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健

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

二是政策目标冲突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改善了农户的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但是从实际流转情况来看却

降低了土地转入的量，不利于有效地流转和集中，

影响农地的适度经营。因此，化解新农合制度与农

地流转政策的目标冲突需要谨慎。具体而言，第

一，要整合现行涉农政策，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形

成以新农合为代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他惠农

政策（如粮食直补、价格支持等）与农地流转的相容

性政策安排；第二，建立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扩展农民增收渠道，并通过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与提

升农户非农就业能力等支持性政策，促进劳动力转

移、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户农业资源数量，促进农

地有效流转。另外，就劳动力城乡转移而言，农户

自身因素及其原住地推力与转入地拉力共同决定

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和规模。作为农村社会

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新农合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和不可携带性，特别是在报销上对参保人就医地

域与报销病种和药品的种种限制以及针对城市外

来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健全的现实制约条件

下，农户会不会因此而不愿意放弃农地以及农民的

身份从而对土地规模经营和人口的城镇化产生负

面影响？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责任编

辑：程漱兰）

注释

①另一个是通过强权赋能不断

提升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强度（罗必

良，2014）。

②当医疗保险存在时，劳动者

转换工作所考虑的不仅是工资差

异，会更多地考虑医疗保险的效用

与货币工资的效用差距大小，若医

疗保险的效用不小于货币工资的

效用，劳动者则会因为害怕失去医

疗保险而放弃转换工作并固定在

现有工作地点，形成所谓的“锁定”

效 应（Monheit and Cooper，1994；
Guber and Madrian，2002；秦雪征、

郑直，2011）。

③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性：新农合实施后，部分农民可能

将用于防御疾病风险的经济支出

转向不合理消费，比如吃、喝、嫖、

赌等。

④健康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其作

为人类发展首要目标之一的内在

价值，也体现在其对人类发展的其

他维度，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促

进作用，这种重要促进作用就是健

康的工具性价值（王曲、刘民权，

2005）。

⑤Baron 和 Kenny（1986）、温忠

表 5 新农合对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转入决策行为：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1）*、**、***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与 1%；（2）“（）”为标准误差值。
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2015年。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
自评健康状况
年龄
男性
有配偶
文化水平：比较组为小学以下

小学/私塾
初中及以上

吸烟
喝酒
患有慢性病
家庭总人数
农业劳动天数
非农收入比重
参与非农就业
农地租金
已有农地量
常数

自评健康状况

系数（标准误差）

0.006（0.010）
0.009（0.011）
0.007（0.009）
0.012（0.027）

--
-0.004***（0.005）
0.246**（0.116）
0.185*（0.102）
0.175*（0.109）

0.296***（0.114）
-0.243**（0.112）
-0.231**（0.114）
-0.601***（0.095）

0.011（0.024）
-0.006***（0.002）

0.023（0.115）
--
--
--

0.970（0.827）
Number of obs=1170
LR chi2(15)=89.68

Prob > chi2 = 0.0000
Log likelihood =-631.6294

Pseudo R2 = 0.0663

农地流转决策

第一步：是
否流转农地

系数
-0.011（0.009）
-0.016*（0.011）
-0.006（0.009）
0.003（0.028）
0.102（0.095）

-0.018***（0.005）
--

0.426***（0.103）
-0.254**（0.108）
-0.146（0.106）

--
--
--

0.125***（0.024）
0.008***（0.002）
-1.037***（0.117）
-0.952***（0.168）
0.0006**（0.0001）
0.0008（0.0029）
2.501***（0.827）

Number of obs =1170
LR chi2(15)=367.46
Prob>chi2= 0.0000

Log likelihood =-626.0072
Pseudo R2= 0.2269

第二步：发生流转时，
农户的农地流转量

系数
-0.066（0.117）
-0.114（0.140）
0.126（0.127）
-0.931（0.407）
-0.910（1.257）
-0.131*（0.071）

--
-0.605（1.610）
2.305*（1.432）
-0.462（1.372）

--
--
--

-0.128（0.328）
0.044**（0.022）
-2.022*（1.437）
-3.058（3.263）
0.0007（0.0014）
0.583***（0.040）
14.078***（5.535）
Number of obs=558
F(15,1154)=20.27
Prob>F = 0.0000

R2=0.3593
Adj R2=0.3416

Log likelihood = -2196.1861
Root MSE=12.571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108



《管理世界》(月刊)
2016年第 1期

麟等（2005）认为，中介变量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作用
的中介，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实质性与内在的原因。

⑥一般地，实证模型自变量之间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原因有
三方面：（1）经济变量相关的共同趋势；（2）滞后变量的引入；
（3）样本资料的限制。由于新农合住院补偿起付线与报销比
例之间存在相关的共同趋势，故二者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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